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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與「契洽」：城市中產家庭婆媳	
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

安利利、李美儀

摘要

數字媒介正日漸成為深度參與婆媳合作育兒的重要中介，形塑著

現代新型婆媳倫理關係與家庭權力格局。本研究以「共生」和「契洽」這

對社會學概念為理論分析框架，運用扎根理論分析方法，旨在探討數

字媒介在婆媳合作育兒實踐的過程中如何發揮「流動的」階段性作用。

研究發現，在合作育兒初期，數字媒介激發與擴大婆媳雙方在數字身

份構建、育兒知識獲取、認知與運用、育兒消費理念與行為等方面的

代溝，並由此生發出網際空間的權力對抗和線下衝突格局，形成功能

互補的「共生」張力。隨著合作育兒進程的發展，數字媒介逐漸成為緩

和代際關係，促進婆媳代際觀念協商與調和的重要因素，催生了家庭

共同體的強化與權力結構的調整，完成了代際間「契洽」關係的建構。

現代代際合作育兒的圖景正在被媒介影響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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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iosis and Consensus: Media Practice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in Urban Middle-Class Families

Lili AN, Meiyi LI

Abstract

Digital media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deeply 

involved in the cooperative parenting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which is shaping a modern new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family power structure. With the help of the sociolog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symbiosis and consensu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digital media play 

a staged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early day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operative parenting, digital media activated and 

expanded the generation ga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dentity, the acquisition, cog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arenting 

knowledge, and the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parenting consumption. The 

conflict pattern form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rol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parenting 

process, digital media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as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promoting the negotia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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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concepts of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construction. 

The picture of modern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ve parenting is being shaped 

and constructed by the media.

Keywords: digital media, cooperative parenting between mother-in-law and 

daughter-in-law, urban middle clas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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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婆媳是當代中國家庭的重要育兒主體。傳統婆媳關係是媳婦以「非

血緣」外人身份進入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家庭，並與掌握「主內」權威的

婆婆之間不平等的權力互動關係。社會轉型過程中，在現代女性意識

覺醒、代際平等觀念強化及年輕女性全面職業化的影響下，家庭中第

三代孩童的降生促使祖代背井離鄉、遠赴子代生活的城市照顧孫代，

婆媳因育兒需求開始共同生活，基本形成以子代為核心的「臨時主幹家

庭」格局。對於日漸壯大的城市中產階層而言，「重心下移」的兒童養育

越來越成為家庭關注的焦點，媳婦的「外人」身份和婆婆的「主內」身份

隨著兒童價值變遷、家庭結構調整及代際合作育兒進程推進出現了現

代性的結構調整。

「代」作為一種生物、文化現象伴隨人類永久存在。Prensky（2001）

將伴隨著電腦、電子遊戲、手機等數字設備成長的一代稱為數字原住

民（digital natives），將不是出生在數字時代、而且會被拿來與數字原住

民相比的人稱為數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以80、90後為主的媳婦

多伴隨中國互聯網的崛起成長，深諳「網道」，熟稔數字媒介使用技

能。以50、60後為主的婆婆則是典型的數字移民，她們的媒介使用能

力明顯不足。兩代人在數字媒介認知和使用上的代際鴻溝影響著她們

的共同育兒過程，數字媒介成為深度參與合作育兒過程、構築婆媳合

作育兒情景、形塑當代新型婆媳倫理關係的重要張力所在。

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存在隔代撫育的國家（劉嘉煒，2018），

加之數字媒介時代導致代際問題更趨複雜，這直接令中國家庭中婆媳

間的倫理關係更具特殊性、微妙性與多元性。因此，本研究意在探討

社會轉型下的城市婆媳合作育兒現狀與倫理關係變遷，嘗試以「共生」

（symbiosis）與「契洽」（consensus）這對社會學概念解析婆媳在代際合作

中的關係流動以及數字媒介對其的影響，總結代際雙方在合作育兒過

程中的協商模式，為數字媒介參與下處理婆媳關係、解決代際衝突提

供新的解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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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理論基礎

不管是從已有文獻的學術研究視角還是從日常生活的實踐觀察來

看，婆媳合作育兒關係充滿張力，現代數字媒介的深度介入更為雙方

的關係建構增加了不確定性，婆媳既是權力爭奪者又是利益共同體，

構成衝突與調和的共存關係。

當下流變的家庭及家庭代際關係的新變化給傳統的家庭理論帶來

挑戰，祖輩和孫輩在代際關係中的自主性增強，使得以中間一代為主

導的傳統理論的解釋力下降（吳帆、尹新瑞，2020）。本研究認為，充

滿複雜性和多樣性的代際關係總體呈現為「傳統」與「現代」，「矛盾」與

「和諧」的辯證統一關係。本文以「共生」與「契洽」這對社會學學術概念

為基本分析框架，從建構視角對數字媒介參與城市家庭婆媳倫理關係

塑造和演變進行探究，並嘗試描摹基於數字媒介參與的中國婆媳代際

合作育兒的動態模式。生物學意義上的「共生」概念為De Bary（1879）

提出，指不同的生物共同生活（living together），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

現象，雙方會因對方的生存而得到利益。社會學研究者們在探究人類

社會與群體時引入這一概念，不同物種群落的共同生活可以適當地稱

為社會共生（Park & Burgess, 1921），是一種成員間承諾完成相同或互

補的行為和合作關係。而有別於動物的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延續性，

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並非蚜蟲與螞蟻之間互

利互惠的關係，而是能夠達成一種「契洽」關係，此時個體願意犧牲自

己的利益成全別人，是「比合作或共同行動更為突出地表現了人類的特

徵」（Park & Burgess, 1921）。費孝通（1998）將這一概念引入對親子代

際關係的描述之中，他認為親子關係經歷著從「共生」到「契洽」的發展

過程。這對概念有助於解釋本研究所關注到的數字媒介參與下婆媳合

作育兒的動態性演變過程，成為分析在媒介參與下婆媳關係建構、發

展過程的重要理論依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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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相關文獻

育兒是家庭社會學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議題。代際合作育兒主要指

家庭中的祖輩與父輩共同撫育孫輩的過程，是當下眾多家庭的主要育

兒形式。目前，學界對於城市家庭合作育兒主要聚焦以下三方面。

第一，合作育兒的類型、分工與權力格局。在當代中產家庭呈「密

集型育兒」（intensive parenting）特徵的背景下，為了實現階層優勢代際

傳遞，女性成為高度參與教養子代和高度經濟、情感投入的主體（段岩

娜，2021）。有學者將家庭女性合作育兒劃分為協商式、主導式、退讓

式和對抗式四種類型（張楊波，2018）。從整體家庭權力結構調整視角

看，年長者權力削弱已是不爭事實（沈奕斐，2009），「嚴母慈祖」的分

工和權力格局在家庭內部形成，母親成為育兒「總管」，掌握主導孩子

成長的話語權和決策權，祖輩以「幫忙者」角色進入子女家庭並承擔大

量兒童生理性撫育和家庭照料工作，促使其在家庭權力關係中的主導

權威下降（沈奕斐，2009）。

第二，合作育兒中的代溝與衝突。代際間基於生物性因素和歷史

發展、社會變革所產生的行為方式、生活態度、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

對立、衝突被稱為「代溝」（generation gap）（李新華，1989）。媳婦的「科

學育兒」理念與祖輩掌握的傳統育兒經驗形成強烈對比並成為引發代際

衝突的重要隱患（張楊波，2018）。雙方在育兒方式（穿著、飲食等）（張

蘋、胡琪，2016）；教養目標和養育策略（邢淑芬等，2012）；知識體

系、教育理念和社會角色（張杰，2015）；管教方式（欒儷雲，2009）；科

學育兒知識學習的態度和行為、關注的知識內容等（李興睿、馮劍俠，
2019）多方面存在差異並易引發矛盾。育兒科學話語的轉變使老人的經

驗在「操作層面」與當下的實際需求產生了一定背離，與現代育兒期待

的衝突造成其經驗在「符號意義」上出現貶值（肖索未，2014）。「老漂族」

的祖輩面臨著跨越階層的現代育兒規範以及脫離原有生存與社交空間的

現實和情感雙重困境（李一，2018）。也有學者從積極視角指出，雖然

代溝使得代際間存在一定育兒差異，但父輩對祖輩的育兒知識的代際文

化反哺對增進代際間育兒觀的溝通、減少育兒觀差異、推動代際合作育

兒良性互動有積極作用（李興睿、馮劍俠，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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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際合作育兒給家庭倫理關係、家庭結構形態等帶來變革

與挑戰。血緣關係成員的增加是家庭結構短期內變動的重要原因，在

形態上具有「臨時性」特徵（姚俊，2012）。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現代社

會，傳統家庭倫理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家庭代際撫養合作關係格局

從「嚴父慈母弱祖」轉向「嚴母慈祖弱父」且女性權力出現異化（李碩，
2019）。在父系家庭和工業社會變遷的理論框架下，代際權力關係開始

向子代傾斜，老人在承擔家務以及帶孩子的同時，還要承受子女並不

感恩所帶來的失落與焦慮，而子代則多受惠（陶艷蘭，2011）。男性缺

位的「喪偶式育兒」強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操心者」角色，給女性帶來

母職困境與性別焦慮並促成了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性別關係（李芳英，
2019；徐依婷，2020）。家庭倫理本位下，老人人生的價值感與圓滿

感、老人主動構建的親密關係、社會輿論等是促發代際合作育兒成為

可能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情感化轉向下，代際合作育兒出現了母系支

持突顯的現象（汪永濤，2020）。

儘管當前的研究對家庭代際合作育兒及其倫理關係的現狀、困

境、新挑戰等話題進行了探討，但依然缺乏從媒介視角深度探究家庭

代際合作育兒的學術成果，對於「數字媒介如何影響合作育兒」、「數字

媒介時代婆媳關係如何演變」等問題尚未明晰。已有研究多從批判的角

度展現了當代婆媳倫理關係的靜態性現狀，似乎預設在後喻文化時

代，家庭倫理關係呈現出「衝突」大於「和諧」的樣態，忽視了媒介參

與、婆媳倫理關係動態調整等微觀建構過程。不能忽略的現實是，數

字化深度介入家庭生活無疑會對代際合作育兒的理念、方式等帶來利

弊共存的影響，複雜的婆媳關係及權力結構正在被數字媒介重新參與

協調和定義。

研究問題

鑒於此，本研究主要關注城市家庭場域中數字媒介在婆媳合作 

育兒過程中的角色、作用及行為背後隱匿的婆媳間代溝與衝突、協商

與合作，以日常生活中的數字媒介實踐作為分析取向（自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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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探究數字媒介如何介入家庭代際合作育兒，如何作用並助力婆

媳雙方實現知識互換、媒介賦權及影響婆媳倫理關係建構。具體包括：

1.  當代中國城市家庭婆媳合作育兒初期，數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

怎樣的角色？婆媳兩代女性是如何基於自身的代際屬性來認知

和使用數字媒介？現狀如何、張力何在？

2.  數字媒介在育兒實踐的參與基礎上如何進一步影響和再塑婆媳

倫理關係？婆媳雙方建立了何種觀念體系、情感連接、權力格

局？

這將有利於勾勒並反思中國社會轉型期城市家庭代際合作育兒的

媒介實踐，對於探究家庭場域文化交往現狀和城市新型婆媳關係倫理

構建有重要社會現實意義。

研究設計

研究對象

選取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婆婆和媳婦為研究對象。中產階層

（middle class）是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產物，主要指「生活水準、財產地位

處於中等層次的社會群體」（李強，2001：17），在國內尚無標準定義。

在為中產階層劃分標準時應綜合考慮職業、收入和教育等多元指標（李

春玲，2013）。研究選擇了對經濟社會地位影響較大的三個客觀指標作

為「中產階層家庭」的取樣標準，即收入水準（人均收入平均線至平均線
2.5倍之間的人群）、職業類別（子代是各種領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

許可權或技術水準的非體力勞動者）和教育資本（子代取得了中專和大

學本科階段及以上教育文憑）。選取城市中產階層家庭作為研究對象，

首先是因為現代育兒理念包裹在「科學育兒」概念之下，在城市社會的

年輕父母—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收人穩定的新興中產階層—中

得到推廣和流行（肖索未，2014），即城市家庭中婆媳的數字媒介使用

更加頻繁、受中產階級消費文化影響更深、對「科學育兒」理念追求更

高。另一方面，「母職、照料與教育」是我國當代中產階級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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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之一（馬丹丹，2018），當代城市中產階層家庭日常生活折射了碎

片化的經濟現實與結構化社會變革中我國家庭倫理關係的變革和文化

交往的演變。

研究成員對來自城市家庭的10對婆媳進行了線上、線下相結合的

深度訪談，受訪者必須同時滿足城市家庭且收入符合中產階層基本要

求，以及婆媳共同居住進行合作育兒，並在育兒過程中有數字媒介深

度參與的基本條件。訪談者信息見表一。研究具體利用熟人網路、滾

雪球的「目的性抽樣」方式獲得能夠為本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典型樣

本，直到收集到的資訊達到理論飽和（陳向明，2000）。依據研究倫

理，本文對個人資料進行了匿名處理。

表一　訪談對象基本情況

序號 化名 年齡 學歷 戶口所在地 職業
月收入

（萬元）
孩子情況

第一組
小舒 39歲 博士 北京 教師 3.20

女，4歲
小舒婆婆 64歲 中專 吉林長春 中醫醫生（退休） 0.60

第二組
醒姐 33歲 碩士 湖北武漢 私企人事主管 3.00

男，3歲4個月
醒姐婆婆 59歲 高中 遼寧瀋陽 自由職業 暫無

第三組
小芸 35歲 博士 雲南昆明 公務員 1.40

男，1歲
小芸婆婆 64歲 本科 雲南昆明 醫院會計（退休） 0.70

第四組
蘭姐 35歲 本科 北京 自主創業 3.50

女，1歲4個月
蘭姐婆婆 64歲 大專 北京 交通事業單位（退休） 1.80

第五組
梅姐 33歲 大專 天津 證券從業者 4.00

男，3歲6個月
梅姐婆婆 58歲 中專 天津 私營老總（退休） 暫無

第六組
燕燕 32歲 碩士 河北保定 教師 1.60

女，10個月
燕燕婆婆 59歲 高中 黑龍江哈爾濱 酒店職工（退休） 0.40

第七組
婕婕 33歲 碩士 河南安陽 教師 1.20 男，5歲3個月

女，3歲1個月婕婕婆婆 61歲 初中 河南南陽 乘務員（退休） 0.50

第八組
晶晶 36歲 碩士 新疆烏魯木齊 媒體從業者 2.60

男，4歲6個月
晶晶婆婆 61歲 本科 河南鄭州 公務員（退休） 1.80

第九組
玲玲 35歲 碩士 安徽合肥 漢語外教 3.20

女，2歲
玲玲婆婆 64歲 高中 安徽合肥 自主創業（退休） 暫無

第十組
霞霞 37歲 博士 山東淄博 研究員 1.90 男，5歲4個月

男，1歲1個月霞霞婆婆 69歲 初中 山東聊城 自由職業 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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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採用質的研究方法，深描和勾勒數字媒介視域下城市家庭的婆

媳合作育兒圖景。質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

下，採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訪談、觀察、實物分析），對研究現象進

行深入的整體性探究，從原始資料中形成結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

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陳向明，2001）。質

的研究方法有助於更好地展現婆媳在育兒實踐中的媒介參與過程，更

好地解釋媒介使用行為背後的婆媳倫理關係建構及其背後的原因。

結合預訪談編制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提綱，大

致涉及以下問題：一、媒介使用與兒童撫育。具體包括「你是從甚麼時

候開始關注媒介上的育兒資訊？都涉及到育兒的哪些方面？」、「你相

信媒介上的育兒內容嗎？如何辨別真假？你認為你的辨別能力如

何？」、「你的育兒知識是如何生成的？主要通過哪些媒介管道獲得育

兒資訊？最經常使用的是哪個？為甚麼？」等六個問題。二、媒介使用

與代際交往。此部分針對婆婆和媳婦進行題目的差異化處理，對媳婦

提問包括「從媒介上學習到的育兒內容糾正了你已有的哪些育兒誤區？

舉例說說。這個誤區與你婆婆的育兒行為存在關聯嗎？」、「媒介上習

得的育兒知識是如何投射到現實育兒實踐之中的？你們兩代人在這一

過程中產生了怎樣的矛盾衝突，又是如何面對、溝通與達成意見的？」

等七個問題；對婆婆的提問包括「據您的了解，兒媳婦會通過媒介關注

育兒資訊嗎？她主要通過哪些媒介管道了解？態度如何？是否會與您

分享？是否主動教過您相關的操作？」、「您覺得媒介對您或者是祖輩

傳統習得的育兒行為產生了怎樣的壓力？您又是怎麼認知這種壓力

的？您為之作出了怎樣的轉變？」等九個問題。

研究採用以一對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為主、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為輔的方式完成資料收集工作。為保障訪談內容的真實性

和有效性，每個受訪者單獨接受訪談，訪談時間在兩小時左右。選用

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作為質性資料的分析方法，強調行為與互動

對知識建構的影響作用，主張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主體間的互動關係角

度入手，以開放式編碼、關聯式編碼、核心式編碼逐級歸納的方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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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會現象的經驗材料中創造出解釋性理論，以更好更深入地對錯綜

複雜的現實世界完成認知。兩名研究者運用類屬分析（categorization）和

情境分析（contextualization）相結合的方法策略對資料進行分析和解釋

研究，以期獲得受訪者的數字媒介參與育兒實踐的發生、發展以及影響

全過程。

表二　三級編碼過程

開放式編碼 關聯式編碼 主軸編碼

數字育兒知識的獲取、認知與運
用；數字育兒消費理念；數字社交
網路在育兒中的運用

數字代溝
數字代溝與數字衝突是婆媳合作育
兒初期的重要「共生」關係特點

科學育兒觀念與傳統育兒觀念的對
抗；數字共用空間的隱性權力對抗 數字衝突

數字育兒觀念反哺；傳統育兒觀念
哺育；母職觀念 價值觀念調和 價值觀念調和與代際協商機制確立

是媒介參與促進婆媳關係「契洽」的
重要走向育兒分工；家庭育兒格局；家庭共

同體 代際協商機制確立

「共生」：數字媒介參與下的婆媳育兒代溝與衝突

組成「臨時主幹家庭」共同照顧三代孩童標誌著婆媳「共生」關係的

正式確立。婆媳相互依賴，保持行動目的和利益訴求的一致性，共同

努力給三代提供良好的生存保障、促進其健康成長。合作育兒初期，

雙方雖因共同的家庭功能和利益訴求完成「共生」關係的確立，但往往

需經歷較長磨合過程，在此期間，以手機、電腦為終端的數字媒介深

度參與，為合作育兒提供了知識、消費、社交關係等重要內容，為家

庭成員的共同育兒活動提供了交流的虛擬公共空間，也使雙方在育兒

知識、價值觀念等方面的代溝與衝突進一步彰顯，潛移默化地形塑著

家庭的文化形態與倫理關係，使得「共生」關係中充滿了張力。

數字代溝：婆媳在育兒實踐中的差異化使用偏好

代際間對新技術、新媒體的學習、適應及甄別能力的差異被稱為

「數字代溝」（周裕瓊，2014）。社會的快速變革與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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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婆媳兩代人的數字代溝不可迴避，同一「媒介」在共同的育兒目標

下發揮著不同作用，為婆媳「共生」關係提供了先天的對抗性「基因」。

婆媳都希望運用數字媒介輔助完成育兒任務，但雙方在育兒知識

獲取與運用上呈現明顯的數字代溝。其一，關注的育兒內容各有側

重，婆婆最關注日常養育類知識，媳婦則關注與育兒有關的各類內

容，種類更加多元。「二次上崗」進入子代家庭的婆婆往往承擔起照顧

孫代生活起居的重擔，涉及日間照料、家務勞動等工作，最為關注孫

代的身體健康和飲食安全等生理性問題。「我就擱網上看，孩子多大

啦，該吃甚麼啦，增加輔食啦，或者營養方面該吃甚麼」（小舒婆婆）。

而伴隨著育兒工作的專業化、精細化發展，遵從育兒專家的指導、做

學習型父母逐漸成為中產階層親輩認同的教養策略（陶艷蘭、風笑天，
2016）。學習和發展好母職角色成為媳婦的主要任務，她們作為新時代

「母親」在數字媒介上的議題關注更為廣泛、多元，肩負著更高的育兒

期望，對資訊、知識、論壇交流、電商消費等有廣泛需求。其二，婆

媳對數字媒介平台的選擇差異較大，婆婆使用最多的是綜合資訊類媒

介平台、搜尋引擎（如今日頭條、騰訊新聞、百度等）及傳統電視媒

介；媳婦則更偏向於專業育兒、線上醫療、教育以及微信、抖音等新

媒體平台。已有量化研究顯示，祖輩的育兒資訊來源六至八成集中在

自己和同輩的育兒經驗，晚輩告知為三成，手機互聯網只佔兩成且平

台資源較為單一（李興睿、馮劍俠，2019）。現代育兒理念對婆婆提出

諸多新要求，「迫使」她們捲入現代科學育兒的浪潮。而「科學育兒」是

與數字媒介高度綁定的，她們必須自我調整，主動走近「科學育兒」。

「孩子比如說有啥問題，我就開始從哪方面查。比如她這一段時間有睡

眠問題，總愛醒或者總一驚，我就去網上查一下，看甚麼原因」（小舒

婆婆）。源於對傳統媒介的信賴，電視媒介是婆婆偏愛的知識信源。媳

婦則能夠充分運用自我的媒介挖掘和探索能力，分階段、分類型、有

側重的選擇專業應用程式，滿足不同的育兒需求，如在手機中專門建

置一個資料夾來放置各類育兒APP。對於有著豐富育兒APP運營經驗

的蘭姐來講，她會首要通過互聯網媒介中的紙媒電子資訊以及官方醫

學期刊、指南獲取孕產、育兒知識，因為這樣的內容更完整更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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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共同完成育兒消費職責，但在媒介消費理念與行為上具有明

顯代溝。婆婆往往偏好線下給孩子購買衣物等日用品，追求性價比，

不追求甚至不了解品牌；媳婦更偏好通過網路購置各類育兒用品，追

求品牌品質，塑造並突顯中產階層的文化品位。經歷不同社會物質發

展時期的婆媳往往持有不同的消費價值觀念。有的婆婆不會網購，將

給孩子購置物資的權力完全交由媳婦掌控；有的婆婆喜歡使用拼多多

等軟體給孩子購買便宜實惠的用品。「她（婆婆）買的很廉價，品質不

好，老買一些山寨的三無品牌」（小舒）。有些婆婆即便會網購也認為線

下購物「看得見、摸得著」，更令人放心。媳婦深受消費主義思潮和中

產階層消費觀念影響，被建議消費特定的商品和服務以更好地滿足孩

子的需要，這甚至成為當代科學育兒知識生產的發展趨勢（陶艷蘭，
2018）。孕產、生育、早教等商品裹挾出現在各類母嬰媒介知識平台

中，被精準投放到即將或剛剛成為母親的女性群體，暗喻「科學育兒」

思想需要良好優質的消費產品為依託，進而促進育兒消費。媳婦充分

發揮自己網路購物「才幹」，執著於追逐奶粉、尿不濕、奶瓶等品牌產

品，通過「有品質」的消費行為獲得對育兒的保障、完成「母職」身份的

自我形塑與身份認同。再有，婆媳在醫療消費理念上有很大差異。當

孩子生病時，婆婆們普遍希望通過傳統經驗的「土方」來緩解病症，其

次才是就醫。一方面是出於「前輩的」自信，認為孩子病症程度在可控

範圍內，另一方面認為只有「生大病」才會去醫院，「畢竟醫院不乾淨，

最好不要隨便去」（醒姐婆婆）。「如果是危及到孩子健康，我誰都不

信，只信醫院。我覺得第一個是因為現在養孩子都精細，第二個肯定

受到媒介潛移默化的影響。在老人的經驗和媒介資訊產生衝突的時

候，我只聽醫生的」（梅姐）。媳婦則往往有強烈的就醫意向，這種心態

不僅是因為少子化使得每個家庭都將孩子視為「掌上明珠」，還受到媒

介資訊傳遞的深刻影響，比如每條關於育兒醫療的資訊最後都會強調

「具體情況建議到醫院找專業醫生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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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衝突：育兒觀念和育兒權力的角逐

儘管婆媳有著同樣的育兒目標，但認知、媒介素養及價值取向差

異的數字代溝深刻作用於合作育兒實踐過程並呈階段性動態演變趨

勢，「共生」關係往往暗藏危機，婆媳育兒合作在初始階段多停留在照

料行為上的互補，在觀念、情感等方面呈現出「表面和諧、實際衝突」

的撕裂現實。

第一層面，現代與傳統的育兒觀念對抗。數字原住民的媳婦天然

地更親近數字媒介，而作為數字移民的婆婆則相對缺乏主動探索、傳

播和生產育兒知識的技能。媳婦易於在合作育兒開始前就先入為主地

站在婆婆傳統育兒觀念的對立面，對婆婆傳統帶孩子經驗呈現排斥和

抵觸心理，將新思想與老經驗對立視之。這促使媳婦努力通過數字媒

介獲取「科學育兒」的現代知識與理論參照，利用網路加持獲得話語

權，以對抗傳統育兒理念。「網上關於婆婆帶孩子的搞笑或負面資訊看

多了，我心裡就先種下了一顆種子，覺得婆婆跟我有點像對立的關係」

（燕燕）。梅姐在談及教育孩子過程中婆媳觀念上的差異時，也認為數

字媒介能為她「幫上忙」。可見，數字媒介促使媳婦自覺被現代「科學育

兒」話語形塑，並實現賦權。在育兒初始階段，婆婆普遍以自身傳承的

育兒經驗來應對媳婦的「零經驗」理論式育兒並自以為傲。「比如沖奶

粉，以前就是自己配比、自己沖。現在買奶粉裡面配勺子，有嚴格的

奶和水的配比要求。我覺得有點刻板、太教條了！……反正我是按照

我的方法來」（燕燕婆婆）。但在「科學育兒」的理念要求下，婆婆經常

遭遇「滑鐵盧」，她們的傳統育兒經驗在迅猛的社會變遷和數字媒介的

深入滲透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傳喻危機，文化傳承的「落空」和精細餵

養的壓力給婆婆帶來很大心理落差。「我們以前帶孩子都是問老人、朋

友。主要的模式我覺得是一種傳承，就是上一輩怎麼帶的，你就怎麼

帶」（燕燕婆婆）。由此可見，數字媒介無疑是製造或擴大代際育兒觀念

衝突的重要因素，使得婆媳「共生」關係充滿了隱憂。

第二層面，數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婆媳加持育兒立場的有效

「武器」，在虛擬共用空間完成隱性權力的對抗與爭奪。網路給育兒知

識的共用提供了新的空間與可能，婆媳在家庭微信群中通過相互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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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自身育兒理念的文字、視頻類資訊，以隱性方式完成自我育兒觀

念表達。媳婦擅長利用網路意見領袖為自己「代言」、加持話語權威，

同時紓解面對面溝通的衝突強度。比如燕燕認為微信群給她提供了「敢

於發聲」的視窗，她會對婆婆「錯誤的」育兒行為進行針對性的內容分

享，並配以俏皮可愛的表情，既完成觀點輸出又保全婆婆「面子」。婆

婆也會積極從媒介和社交網路中獲取支援自己育兒經驗的內容對媳婦

進行有效「反擊」，強調傳統育兒經驗的現代適用性。「最近孩子便秘，

她會覺得她是學中醫的，認為是內火之類的，還會發一些相關的連結

來支撐，讓我無法辯駁」（小舒）。但是，媒介平台選擇的偏好差異和媒

介素養差距使雙方在認知對方的「科普」內容時呈現不同的接受態度。

婆婆多表示媳婦發來的內容具有很高可信度，而媳婦則認為婆婆分享

的內容多源於「山寨」公號，可信度不高。「她每天往群裡轉發來自於一

些莫名其妙的公眾號還有甚麼今日頭條之類的各種非權威育兒資訊。

這種我是肯定不會看啦！……有些是要用來印證她的觀點的」（小舒）。

雙方通過線上數字媒介場域完成了育兒理念的堅守和育兒權力的捍

衛，建構了一種合作與競爭熔鑄的「數字共生」關係。

數字社交：在育兒參與中的不同角色

數字身份可被視為獨一無二地描述一個主體（subject）或實體（entity）

的資料，是有關一個人的所有在數字上可得資訊的總和（Kinderlerer et 

al., 2012）。數字社交網路參與了育兒全過程，形塑了婆媳獨一無二的

數字身份和差異化的社會定位，使得「共生」關係出現更大張力。婆媳

雙方均依賴數字社交圈層助力自身育兒實踐，並在社交互動中形成或維

持了自己的育兒文化身份，但二者的區別在於，媳婦借助數字社交不斷

完成育兒圈層的構建與拓展，形塑了相對穩定、高度趨同的「中產母親」

這一數字身份；婆婆則以數字為媒聯絡舊有社交，喚醒或堅守育兒傳統

與理念，延展線下的傳統祖輩身份，其流動性和可變性較低。

媳婦對以育兒為核心的社交網路需求很高，是趨同效應下構建自

身育兒實踐體系、建立較強情感和信任連接的重要社會支援系統。「因

為小霞比我生得早，很多都是來自於她的經驗，也會自己去學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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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看看育學營的APP。還有輔導班的話也是朋友介紹」（小舒）；「現在

這種微信群很多的，去醫院檢查也會給你推薦這種孕媽的群聊」（玲

玲）。媳婦大多加入過「孕媽群／寶媽群／親子群」，社交媒體成為年輕

媽媽們分享日常、交流經驗的重要場域，並完成從線下到線上的交往

場域拓展。「我在孕期的時候加了很多群，有孕媽媽群，還有和同事的

交流。因為我懷孕是在疫情期間，大家見面比較少，在微信上和同事

們聊的比較多，她們會給我推薦一些孕期能夠用的產品和微信公眾號」

（燕燕）。數字媒介說明她們進入育兒趣緣「圈子」，在孕、產、教等不

同時期加入不同的群組圈層，完成資訊分享、情感交流、價值傳遞以

及組團消費等社群行為，獲取不同階段的育兒資訊儲備、經驗知識分

享及情感價值支持，更使其不斷強化對「中產母親」的個體母職身份和

共同體圈層認同。

「老漂族」婆婆的人際交往關係隨著身體的遷移被打破。這一群體

往往承擔著雙重的母職照料責任，承受著身體的勞累，面臨原有照料

經驗與現代科學及中產階層育兒話語的拉扯（卜娜娜、 衛小將，
2020）。她們很少主動拓展新的育兒社交圈，原有的社會強連接關係被

迫轉化為線上弱連接，與同齡的朋友、同事相互交流隔代撫養的經

驗、問題並獲得背井離鄉下的社交關係鞏固與情感慰藉，這體現出婆

婆在社會融入方面存在困難（劉亞娜，2016）。很多婆婆都強調為了帶

孩子放棄了自己原有社交圈子和興趣愛好，全身心投入到孩子的「吃喝

拉撒」，線上交流育兒想法成為她們與老友保持情感聯結、舒緩焦慮與

孤單的重要途徑，也成為她們「抗衡」媳婦育兒理念的助力方式。「我也

有朋友的微信，有時候會和她們在微信上交流現在的這種育兒方式，

有問題會問問她們。一個是諮詢問題，一個是溝通情感」（燕燕婆婆）。

舊有同輩社交圈層給婆媳育兒的「共生」關係融合帶來一定阻礙。

「契洽」：數字媒介參與下的婆媳觀念調和與協商機制確立

「傳統」和「現代」是家庭現代化理論的核心範疇，發展的家庭現代

化理論修正了兩者之間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認為兩者之間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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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與互補的關係（馬春華等，2011）。對數字媒介參與婆媳合作育兒

的研究恰恰印證了「傳統」與「現代」的融合之路。發達的數字媒介不僅

成為構築代溝、引發衝突的重要因素，同時也為兩代人提供了知識、

理念、價值流動與互通的管道。隨著合作進程的推進，婆媳在育兒觀

念、婆媳關係和家庭育兒權力格局上從「共生」走向「契洽」，數字媒介

發揮著重要的黏合作用。

數字反哺與文化哺育促進育兒觀念走向「契洽」

年輕世代在數字接入、使用和素養上對年長世代的教輔行為被稱

為數字反哺（周裕瓊、丁海瓊，2020），且已成為代際文化傳播新常

態。受集體化時代影響而脫離出的中國社會一代會在國家各項政策改

變和市場經濟浪潮的雙重作用下進一步發現和改造著自我（石金群，
2016），婆婆一代往往具有敏銳的自我察覺意識，承認自己在數字素

養、育兒理念方面的落伍，從而「欣然接受」媳婦的數字技能與育兒理

念反哺，如晶晶婆婆表示：「現在網路對育兒影響很大，我對她們的觀

念欣然接受。兒媳會辨別媒介上的各種資訊，分享一些視頻，我都會

看」。婆婆對媳婦的媒介推介很是信任，並已將數字反哺視為一種習

慣，比如對「把尿」、「搖睡」行為的主動放棄、對精細製作輔食、接入

早教的主動追求等都是對自身傳統育兒經驗的修正。當然，婆婆們大

多經歷了從抗拒、觀望、抉擇到接受的過程，不斷協調「傳統」的「現代

化」轉向。已有研究多將祖輩定位為現代媒介生活和臨時主幹家庭中的

雙重弱者，本研究發現城市媳婦對婆婆參與合作育兒和使用數字媒介

的評價普遍較高，認為「我的婆婆和別人不一樣」。「我婆婆比很多同齡

老人更前衛，更願意學習」（醒姐）。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數字移民」

正在成長轉變，老年人的媒介素養正在逐漸提升。數字反哺行為體現

的是媳婦主動的孝親、顯親的孝道踐行和尋求育兒情感和理念的共識

意願，婆婆感受到的是強烈的技能支持和情感陪伴，雙方的距離得以

拉近、育兒理念得以傳遞，反哺程度越深的家庭，親子關係也會和諧

（周裕瓊，2014），代際育兒觀念正向著緊密的「契洽」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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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遞是雙向互動過程，自上而下的代際承繼是文化傳播的首

要特徵（陳滔、卿石松，2019）。一個社會的延續性和生命力取決於它

能否成功地將其風俗習慣、技術和理想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儘管數

字媒介所宣揚的「科學育兒」理念對媳婦帶來重要影響，但隨著育兒進

程的發展，婆婆傳習的育兒經驗給媳婦帶來很多「驚喜」，有效地幫助

媳婦在「現代育兒」和「傳統育兒」之間理性選擇，形成穩定的養育價值

理念。如燕燕在育兒初期對婆婆的經驗式育兒提出懷疑甚至拒絕，後

來聽取了婆婆的育兒建議而收穫了良好效果，摘掉「有色眼鏡」，嚐到

了「土方真香」。「我家寶寶出生的時候耳朵稍微有點變形，我婆婆說以

她的經驗可以多給孩子揪一揪。我通過新媒介去查，發現是不可能的

……看醫生說沒必要做機械矯正，建議接受不完美的耳形。我最後只

能將信將疑地去揪，然後奇跡是真的揪好了」（燕燕）。訪談中也有個別

媳婦表現出對傳統育兒觀念的絕對否認，「他們（祖輩）的經驗都已經過

時了，現在沒人按照那種方式去帶孩子」（婕婕）。但整體而言，絕大部

分媳婦能夠在育兒實踐中實現數字經驗和傳統經驗的互補認知和應

用。婆婆育兒理念的哺育與傳承正是代際文化傳遞過程的縮影，婆婆

將自己的積累和經驗「傾囊相贈」，是一種倫理和情感的主動傳襲，媳

婦在不斷的判斷、選擇和接受過程中完成文化傳承，雙方在動態互動

中進行文化對話，向著更為親密的關係方向發展。

協商共用促進婆媳實現從家庭功能的合作、共生轉向倫理情感的

契洽、共融。在婆媳合作初期，雙方必須面對觀念差異所導致的矛盾

與衝突。隨著合作育兒進程的推進，媳婦對數字媒介中宣揚的科學育

兒思想逐漸從全盤接受到靈活調整；婆婆也在對數字媒介育兒資訊的

頻繁接觸中逐漸接受科學育兒理念，數字媒介的參與確實促進了代際

育兒觀念的「靠近」，給合作育兒帶來積極影響。「我婆婆自從參與育兒

後，在今日頭條上經常刷育兒資訊，媒介說明我們相互靠近」（燕燕）；

「原來光聽孩子們說還是將信將疑，因為我帶孩子都帶過來了……但是

通過看媒體的文章發現媳婦說的沒錯，比如孩子得有一套自己的餐

具，不要跟大人混著，因為病從口而入……」（梅姐婆婆）。已有研究

多強調隔代教養的消極影響，認為隔代教育的幼兒一些力所能及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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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常由祖輩庖代，會影響兒童能動性的培養（趙光偉，2004），容易

出現焦灼和恐慌、應變遲緩、行為怪癖和專注力分散（林志忠，2002）

等問題，祖輩的「經驗育孫觀」和父輩的「現代育兒觀」的矛盾分歧很大

程度上削弱了合作育兒的效果（俞峰，2021）。本研究呈現出合作育兒

的積極面向—數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婆媳雙方革新教育觀念、

樹立科學兒童觀，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宣揚知識理性和熔鑄觀念共識

的穩定作用，提供了構建文化溝通場域和新型權力關係的可能。婆媳

雙方還因媒介建構了共同話題，根據孩子的特點與需求不斷調整合作

關係，生成個性化育兒行動方略。

數字互動促成婆媳以共同「母職」為基礎的情感契洽

首先，數字媒介拓寬了婆媳互動場域，生成了緩衝矛盾的新機

制，有利於「契洽」情感關係的形成。數字媒體改變了原有傳統大眾媒

介的傳播情境，出現了新舊資訊場景的融合（何志武、吳瑤，2015）。

婆婆會在媳婦懷孕時期主動關注孕期和育兒資訊並分享給媳婦，滲透

高度情感關注，利於雙方在虛擬場域提前完成關係確立，為線下親密

關係建立打好基礎。數字媒介還打通了線上線下話題的討論空間，促

進了更為融洽、平等的溝通交流，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區

隔，促進婆媳在媒介互動中確立育兒主體性，增強身份認同。「如果婆

媳可能會存在不同見解的話，媒介就相當於是一個第三方的經驗可供

參考，就更容易達成共識。它在消除矛盾或者更新育兒觀念或者這種

親密關係方面，有很多積極的引導作用」（醒姐）。同時，線上線下議題

的融合延展了合作育兒的討論機制，加強了主體之間的行動和情感連

結，婆媳間的利益和訴求常通過媒介不斷傳達與協調，媒介合作育兒

作為家庭互動的重要一環，成為婆媳情感交流的重要載體，也促進代

際關係從側重於傳統孝道規範下的社會交換向強調親子內在關係的情

感滿足轉變。

其次，數字中介性互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雙方對母職的同情共

感。「母職」（motherhood）一般指女性在性別社會規範框架下，在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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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繁衍任務時所產生的對「母親」這一社會角色的擔當與認同（卜娜

娜、衛小將，2020）。媒介的育兒框架成為婆媳建立共同話題和經驗互

助機制的視窗，雙方在媒介資訊的互動中深化母職體驗，比如婆婆能

理解媳婦的「雞娃」心態。「母親」這一共同身份使得兩個女人超越婆媳

倫理關係，深化為兩個母親之間的對話與共情。霞霞婆婆談到：「我們

都當媽了。我覺得霞霞也越來越成熟了。我自己帶孩子的時候比較強

勢……現在我覺得霞霞也能理解我當時的一些做法，知道我那時候為

甚麼會這樣，因為作為母親處理事情的角度是不一樣的」。過去幾十年

來，中國經歷的巨大社會和人口變遷改變了家庭所處的宏觀環境，給

傳統的家庭代際關係帶來新的內容（馬春華等，2011），孩子不僅成為

家庭成員當下的情感焦點，其成長還被視為關乎未來代際階層流動的

前景。新一代城市家庭的母親往往身兼數職，母職的「經紀人化」（楊

可，2018）、教育「拼媽」（金一虹、楊笛，2015）等議題使得母親群體

面臨教育焦慮，而數字媒介無疑加重了母職焦慮，醒姐婆婆認為媒介

給媳婦帶來的育兒壓力非常大：「對於現在的新媽媽、新爸爸，那種傳

統育兒已經pass掉了，她們（媳婦）要不斷應對各種比拼」。由此觀之，

母親的生命體驗不斷被現代科學技術與消費主義所形塑，祖輩在物質

和精神空間同時參與育兒過程，有助於促進代際女性的理解。

再有，數字媒介的參與促進了現代平等婆媳觀的建構。婆媳這一

非血緣關係的情感基礎較為薄弱（毛新青，2008），以「兒子」為中介建

立的關係充滿著「爭奪」意味，家庭第三代的出生在某種程度上又給這

一關係增加了不穩定性。傳統家庭婆媳倫理關係反映的是婆婆為上、

媳婦在下的女性等級制度，強調的是婆婆對媳婦的引導與規訓，媳婦

要恭謹事奉公婆並遵從他們的絕對權力（劉彩玲，2006）。隨著社會文

化變革與家庭結構變遷，傳統婆媳權力關係的固化差異被打破，與親

子關係的平等化發展方向一致，強調雙方的平等與相互尊重。與此同

時，婆媳因文化、個性、經濟利益（劉彩玲、李桂梅，2005）以及媳婦

對「子宮家庭」（uterine family）的入侵而導致的矛盾表現得明顯而強烈，

實質上反映的是權力調整過程中的關係動盪。而數字媒介的有效介入

潛移默化地調節著婆婆與媳婦的育兒觀念，雙方在頻繁的數字媒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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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程中感受到的是平等溝通的力量，數字媒介在本質上完成了對雙

方的同時賦權，推動了婆媳關係的現代性轉化，映射的是現代家庭倫

理關係的調整與超越。

媒介賦權助推形成穩定的家庭育兒權力格局

一方面，數字媒介助推以媳婦主導、婆婆為輔的「台前幕後」界限

分明的育兒權力格局的形成。代際關係是外部結構與自我主體性之間

不斷博弈和協商的結果（石金群，2016）。數字媒介同時作為外在的 

結構性因素和個體的主觀行動性因素協調了婆媳在育兒關係中的角色

定位。 

兒童養育已成為社會競爭和階層再生產的標誌性開端，中產階層

家庭對兒童養教的關注度和投入度不斷加大，傳統的性別意識形態、

職場規則及科學育兒知識等方面的影響推動城市女性被規訓於「密集母

職」（intensive mothering）（陳蒙，2018）的認同與實踐話語體系之中。

所謂「密集母職」是指在觀念上人們認為母親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顧

者，因此母親應該以孩子身心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全心全意照顧孩

子，甚至放棄個人利益（金一虹、楊笛，2015），很多女性在數字媒介

的定義和規範作用下不斷強化對母職的認知與認同（陳蒙，2018），不

斷推動媳婦加大對育兒的經濟、時間、智力及情感投入，並不斷與媒

體話語中的理想母親形象、專家育兒理念等進行比照（Chae, 2015），以

成為「好媽媽」的母職期待來嚴格要求自己，這就決定了媳婦必然成為

育兒的權力主導者、政策制定者和實踐指揮者，婆婆轉到「幕後」，成

為育兒的邊緣者和輔助者。媳婦偏重對孩子進行智識培養和性格訓

練，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媳婦管教者的主導權力也越發「明顯」和「沉

重」。婆婆在育兒實踐中注重無微不至的生理照料並擔任媳婦育兒思想

的執行者，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展現盡可能大的包容度，期待通過

無私付出和權力讓渡得到子女的尊重和關心（肖索未，2014），側面反

映出中國老年人潛意識中的情感依賴和身心歸屬需求（姚俊，2012）。

媳婦負責篩選、判斷和傳遞來源於媒介的「科學育兒」知識與理念，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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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網購、線上教育等，婆婆負責接收和執行來自媳婦的育兒政策，結

合自身育兒經驗完成日常照料工作。明確的分工和有效的配合催生了

基於相互信任的媳婦主導、婆婆協助的育兒權力關聯式結構，推動了

婆媳從家庭分工上的「共生」關係向倫理上的「契洽」關係轉變，構築著

和諧女性家庭關係。

另一方面，數字媒介助推共商型家庭共同體的形成。數字媒介構

築出不同於傳統線下倫理關係的新型關聯式結構場域，高頻的媒介互

動行為有效加快趨於平等化的「臨時主幹家庭」共同體的建構。雙方在

合作育兒前見面相對較少，「共生」關係的確立使得每個人的角色、心

態、生活節奏都發生了變化，核心家庭的夫妻關係讓位於以孩童為核

心的代際關係，在微信群裡分享孩子的照片、學習成果等成長印記或

用育兒APP製作關於寶寶成長的視頻、相冊並在家庭聚會上播放分享

等富有儀式感的數字形式有效強化了家庭共同體的概念，強化代際情

感互動。「我們都會在群裡分享孩子的視頻，公婆分享今天怎麼帶了孩

子，我分享知識性連結，分享之後可能會引發線下討論」（燕燕）。線上

平等溝通關係的確立有利於調和推進線下權力位置關係的調整，促進

平等秩序的形成。再有，雖然現代男性在家庭育兒的觀念和行動中仍

然相對缺位，但數字媒介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家庭男性參與育兒的

身份認同感和自我投入度。「我老公經常刷抖音，他會看到就是說孩子

應該經常跟爸爸在一起，爸爸養出來的孩子是怎麼樣的……他會被這

些媒介資訊所影響，然後會願意更多的參與育兒」（小芸）。所有成員都

能以參與育兒為起點開啟媒介互動，鞏固了「三代同堂」的家庭共同體

情感結構，削弱了成員間的差序等級，在本質上完成了對家庭倫理格

局和倫理秩序的現代化重建。

隨著育兒進程推進，數字媒介為雙方育兒觀念調和、價值理念熔

鑄，以及共同體觀念強化提供了良好的中介機制作用，為婆媳雙方實

現觀念上的「推己及人」和「自我的擴大」提供契機，特別是在共同母職

的情感互動共鳴下，二者關係有機會向著費孝通（1998）所言的最「理

想」的親子「契洽」關係推進，即子方對於親方最初是一種生理的聯繫，

接著是「共生」，最後才發生「契洽」的聯繫。媳婦對婆婆由「順從」向「尊

重」演化，婆婆對媳婦由「絕對權威」到「獨立平等」轉換，雙方形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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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撫養三代的共同目的的「共生」到基於相互「利他」的親密關係的轉

化。這種「利他」體現在育兒行動上的讓步、犧牲和育兒理念的妥協與

成全，進而達成目的與權力的共用，完成了互惠性孝道代際關係的確

立（袁佳黎、劉飛、張文宏，2022）。

結語

社會的轉型與變遷必然帶來社會最小單位—家庭—的轉型與

變遷。中國城市家庭在經濟迅猛發展、社會文化深刻變革的背景之下

出現了小型化（汪建華，2019）、核心化、老年空巢化（張翼，2012）等

變化，傳統家庭倫理文化正在向新型現代家庭倫理轉化，而媒介在婆

媳合作育兒實踐中的參與無疑彰顯和加速了這一轉化過程。

本文將數字媒介視為兼具宏觀結構性和微觀主體性的中介因素，

以「共生」和「契洽」為理論框架探究婆媳在合作育兒過程中，如何通過

數字媒介完成從合作到融洽的策略和動力機制，擴大了研究代際關係

的社會與傳播學視野，拓寬了對代際關係現象的解釋力。「共生」與「契

洽」是對數字媒介參與下現代婆媳合作育兒關係的動態性呈現，雙方的

角色與關係呈「流動性」，經歷了從「共生」到「契洽」的發展過程。此視

角既有效展現了「共生」關係中的代溝與衝突，也體現了不斷熔鑄的價

值觀念與權力機制的「契洽」。數字媒介實現了從製造、強化衝突到緩

和矛盾、熔鑄「契洽」，發揮著「彈性穩定」的槓桿作用，實現代際優勢

育兒資源互補，構築現代科學育兒的合作框架，完成不同世代的教養

實踐發展。數字媒介對孝道文化習俗影響下所形成的具有絕對權威的

婆婆和單向服從的媳婦這種權力結構產生一定衝擊，推動構建了更為

平等的婆媳倫理關係。而借助數字媒介構築的婆媳育兒溝通協商機制

和共建家庭的合作關係，幫助雙方在平等合作關係基礎上建立起「各司

其職」的工作模式，新型的婆媳育兒關係開始以合作為起點、以平等互

助為主要形式得以重新構建。

對當代城市家庭代際關係的實證討論也有助於探究數字化對家庭

倫理格局調整的影響。在數字媒介時代，技術、社會和生活加速（羅薩

〔Rosa〕，2017）無疑使得當下流變的家庭及家庭代際關係更趨複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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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家庭關係帶來挑戰。正如費孝通所言，社會曾把親子關係密切地

加上種種牽連，但是文化的不斷變化，使得加上的牽連又得用血淚來

絲絲切斷（費孝通，1999）。這種「世代之間的隔膜」不僅是現實和理想

之間的衝突，也是生物和社會衝突的一個反映。本研究從代際合作育

兒媒介實踐話題出發，印證了「雙重撫育—反哺」模式是認識和分析數

字媒介時代家庭代際關係的基本邏輯，代際情感聯繫的價值也始終是

代際關係中的核心要素。此外，在數字媒介參與之下，以合作育兒為

代表的生活議題有助於家庭倫理關係的重整，形成契洽共鳴的代際關

係，在家庭功能聚合的基礎上實現代際價值差異和家庭情感的融通。

本研究的局限在於僅聚焦數字媒介在城市中產階層家庭的婆媳合

作育兒參與，未包括農村地域及其他社會階層，無法從比較框架視野

下進行分析。此外，男性在合作育兒的實踐中如何提供更好的助力，

以及網路空間中婆婆帶孩子的污名化問題也是一項重要議題，都有待

深入探究。總之，現代代際互動是一個充滿動態性和靈活性的過程，

婆媳合作育兒的媒介實踐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視角，網絡技術的加

速發展、「三孩」政策出台和「科學育兒」蔚然成風的背景之下，如何促

使數字媒介構建和諧的媒介融合型家庭有待繼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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